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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美国因素通常被认为是亚洲制度竞争产生和演变的关键变量，
但这一观点无法解释在 1 9 9 7 年以后和 20 1 7 年以后亚洲地区合作中出现的差

异性现象。为了准确、完整地理解美国因素的影响，文章从帝权作用机制和

规范等级体系概念出发，探讨规范等级体系变动下地区制度竞争的形态和演

变。具体来说，在帝权巩固阶段，作为基本规范的国际制度与作为一般规范

的地区制度构成明显的规范等级体系；随着帝权趋于衰落，地区制度与国际

制度的规范关系由遵从转向超越，地区制度竞争形态也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
亚洲贸易合作起步较早，经历了美国在地区制度介入问题上积极或消极态度

的反复，显示了规范等级体系巩固、动摇、重构、瓦解的完整轨迹，因此可

作为检验规范等级体系影响地区制度竞争的案例。文章通过回顾 20 世纪末至

今亚洲贸易合作在不同阶段的特征发现，规范等级体系变动是影响亚洲制度

竞争的决定性因素，而美国介入地区制度与否只能起到加快或减缓制度竞争进

程的作用。文章一方面证明美国相对衰落后，国际制度对大国合作的推动是有

条件的；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关注地区制度竞争，特别是异规博弈可能出现的

极端化趋势，避免地区行为体从关于不同规范的路线之争逐渐固化为不同制度集

团的身份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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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亚洲经济合作及其制度构建出现了两次浪潮。第一次是 20 世纪 90 年代的

“新区域主义”，尤其是 1 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出现的 “清迈倡议” “10+1”
“10+3”等亚洲经济合作。① 第二次是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亚洲地区相

继出现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以及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等，构成所谓

“多边主义 2.0 版”。② 与第一次亚洲地区合作浪潮主要以东盟为中心不同，
第二次浪潮出现了不同类型的主导者并存的情形，导致地区制度碎片化和竞

争性加剧，并一直延续至今。
既有研究普遍认为，美国因素是影响亚洲制度竞争的关键变量。美国在

亚洲金融危机后采取忽视亚洲的策略，③ 客观上催生了 1 9 98～2007 年亚洲行

为体合作构建地区制度的进程；但随着奥巴马政府实施 “重返亚太”战略，
美国试图通过新的制度框架来重塑亚洲政治经济格局，这成为亚洲地区合作

由一体化趋于碎片化的转折点。④ 值得注意的是，201 7 年特朗普政府退出

TPP 后，美国对亚洲制度建设的介入再次转向消极，但 2008 年以来的地区

制度竞争态势仍然延续。这表明，只关注美国是否介入地区制度并不能有效

解释亚洲制度竞争，或者说对亚洲制度竞争中的美国因素的理解仍须完善。
鉴于此，本文提出以下问题：从直观感受来看，美国 “重返亚太”战略

是亚洲地区合作的关键转折，催生了延续至今的亚洲制度竞争，但为什么特

朗普政府的退出政策并没有使亚洲地区合作重回原有轨道？ 换言之，同样在

美国消极介入地区制度的情况下，为什么在某一个时间段 （如 20 世纪 9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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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亚洲行为体合作构建地区制度，而在另一个时间段 （如 20 1 7 年至今），
却出现了亚洲制度竞争？ 下文将围绕该问题，分析美国因素、地区行为体以

及亚洲制度竞争之间的逻辑关系。

二、既有研究评述

制度竞争是指相关行为体围绕与某一制度相关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

策程序所展开的博弈。制度竞争既可以表现为同一制度内部的主导权竞争，
也可以表现为不同制度之间的权力之争、效率之争和观念之争。由此可知，
地区制度竞争则是相关行为体围绕地区制度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

所展开的制度内或制度间博弈。
（一）理解亚洲制度竞争的基本视角

围绕亚洲制度竞争的讨论，既有研究大体可分为三种基本视角。一是权力性

视角，探讨地区制度的主导权竞争，这也是研究亚洲制度竞争最常见的视角；二

是功能性视角，探讨亚洲经济合作的功能、效率及其与地区制度竞争的关系；三

是规范性视角，探讨行为体围绕地区规范的效率、公平等问题而展开的竞争。
权力性视角认为，制度竞争是权力竞争的一种形式，① 大国参与地区经

济合作不仅追求经济收益，而且包含地区和全球规则制定权竞争的考量。②

在亚洲地区，制度竞争围绕美国、中国、日本和东盟展开，即美国主导的亚

太主义、中日两国各自倡导的东亚主义和以东盟为主导的东盟主义；或称之

为 “雁阵模式”、“大中华圈论”/ “中国威胁论”、势力均衡论/力量和谐论、
东盟方式等四种相互竞争的地区合作理念。③ 权力性视角一开始主要关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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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两国在亚洲地区合作中有限的主导权之争；随着中日两国实力差距拉大，
美国介入亚洲地区制度的程度加深，亚洲制度竞争的复杂性和激烈度也在

增加。①

权力性视角将地区制度竞争简化为大国权力竞争，这在一定程度上夸大

了地区行为体之间的对立。如果说由美国主导的 TPP 对中国存在某种排斥

态度，但由中国、东盟推动的 RCEP 却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域外国家持开放态

度。此外，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同时加入 TPP、RCEP 谈判也表明，亚洲制

度竞争并不完全是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此外，权力性视角往往聚焦于某一

时段的竞争状态，无法解释地区制度竞争伴随的地区制度变迁。例如，美国

参与亚太经合组织 （APEC）和 TPP 都有强化自身在经贸领域主导权的考

虑，但两种地区制度在功能和规范方面存在很大差异。
功能性视角将制度视为促进经济合作的功能平台，地区制度竞争则表现

为地区制度重复建设、叠床架屋的现象。冷战后期，亚洲地区出现了被称为

“雁阵模式”的经济分工联系，这种经济相互依赖是 20 世纪 90 年代亚洲地

区制度构建的初始动力。② 亚洲地区合作奉行 “开放地区主义”，试图构建地

区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的互嵌关系，鼓励亚洲地区合作的行为体参与或申请

参与世界贸易组织 （WTO）等国际组织，同时也欢迎亚洲以外的其他行为

体参与亚洲地区合作，体现了亚洲地区内部及其与美欧发达国家市场之间的

经济联系。③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随着中国的经济崛起和美国的相对

衰落，亚洲地区的制度竞争明显加剧，竞争从制度内竞争为主转向制度间竞

争为主，出现了一系列功能相近、复杂交叠的地区制度，形成所谓 “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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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条碗效应”（spaphetti bowl effect）。①

功能性视角可以避免权力性视角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倾向，有利于解释

亚洲地区制度存在嵌入、交叠等复杂关系的成因。但按照这一逻辑，随着亚

洲地区国家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不断强化，亚洲应该形成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

地区制度。但现实却是，中国在亚洲地区的经济中心地位还没有实现有效的

制度化，未能围绕经济中心形成结构化的生产网络、有效运转的地区经济制

度安排、稳定的行为预期以及普遍接受的规则体系。② 换言之，亚洲地区

“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的二元功能结构在制度层面存在严重时滞，因

此，功能性视角与当前的 “制度过剩”现象并不吻合。
规范性视角聚焦于地区制度包含的原则、规范和程序，将制度竞争理解

为制度构建和发展的 “路线之争”。在近代东亚，中国主导的朝贡体系与西

方殖民体系曾围绕贸易方式问题频繁发生争执和冲突。③ 20 世纪 90 年代，

APEC 内部围绕亚太自贸区发生过激烈争论，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发

达成员主张制定严格的贸易自由化规则，而中国、印度尼西亚等发展中成员

则主张渐进发展。④ 2008 年以后，亚洲制度竞争加剧则表现为部分地区行为

体改革现有或创建新的地区制度挑战现有制度，进而实现特定制度的 “去合

法化”和 “再合法化”，⑤ 美国发起的 TPP 谈判和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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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两种竞争性规范的典型代表。①

一方面，规范性视角研究看到了美国主导的地区制度具有 “高标准”和

“先进性”特征，解释了同一功能领域出现多个制度并存的原因，超越了地

区制度单纯表达的功能意义。② 另一方面，规范性视角强调高水平标准与亚

洲地区合作的良性互动和竞争，③ 能够解释亚洲制度竞争并非零和博弈的现

实。不过，美国在参与 APEC 合作、发起 TPP 谈判以及 20 1 7 年以后等不同

阶段的策略偏好存在很大差异，如将美国因素笼统地理解为 “高水平标准”
将无法解释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鉴于规范性视角很少关注美国影响地区规

范和制度竞争的具体机制，因此有必要纳入美国因素影响国际和地区制度的

相关理论。
（二）美国因素影响国际和地区制度的理论研究

既有亚洲地区研究在分析美国因素时，常常将美国视为 “域外大国”
的一员，没有充分考虑美国作为地区博弈者的特殊性，这可能导致对美国

在规范和制度层面优势的低估，同时对崛起国面临的排斥和打压估计不

足。④ 对此，应关注美国因素影响国际和地区制度的相关理论，全面分析美

国在权力、功能和规范方面的不对称优势对亚洲地区制度构建和竞争的

影响。
从全球层面观察，关于美国制度霸权的研究可分为霸权稳定论和霸权之

后理论两种。霸权稳定论认为，权力是制度建立和维持的前提。第二次世界

大战以后，美国凭借超级大国的权力地位主导构建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世界银行 （WB）、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GATT）等国际制度，为国

际社会提供了金融、贸易等不同功能领域的公共产品。⑤ 霸权之后理论认

为，即便美国霸权衰落之后，其主导的国际制度也可能继续维持，原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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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制度有利于塑造行为体对合作结果的预期，降低交易成本和环境的不

确定性，使霸权之后的大国合作成为可能。① 不过，霸权之后理论很少关注

国际制度的规范意义，也无法解释不同的国际和地区制度之间存在的巨大

差异。②

与多数学者仅关注美国在全球层面的制度霸权不同，彼得·卡赞斯坦

（Peter J.Katzenstein）较早阐述了美国权力优势由全球层面下沉到地区层面

的作用机制。③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当时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获得了一

种跨越地区和民族国家的政治权威，即 “帝权”（Imperium）。帝权包括领土

权力和非领土权力两个方面，其中非领土权力发挥更为关键的作用。美国

（帝权国家）通过与其在不同地区的主要盟国 （核心国家）合作，在全球和

地区层面塑造制度规范，形成由帝权国家—核心国家—其他地区行为体构成

的等级体系。卡赞斯坦以美国及其主要盟国 （日本、德国）的不同互动模式

为案例，解释了亚洲和欧洲形成差异性地区制度的原因。
卡赞斯坦的帝权研究细致刻画了冷战结束初期美国影响地区化进程的图

景，弥补了制度霸权理论对地区的忽视。但该理论仍有三个方面值得完善。
第一，由于时代限制，卡赞斯坦着重探讨冷战结束初期的帝权与地区之间的

关系结构和作用机制，没有关注帝权衰落之后的地区合作走向。第二，尽管

地区行为体没有争夺世界霸权的能力，但都对地区事务表现了浓厚的兴趣。④

卡赞斯坦研究的出发点是帝权国家，对核心国家的策略选择和地区行为体的

自主性上升关注不足，这一缺陷在帝权衰落的背景下尤为凸显。第三，卡赞

斯坦关于非领土权力维度的讨论包含了美国在制度、规范和观念等方面的等

级优势，但其更多将这种优势作为无须论证的前提条件，而没有把规范变迁

因素纳入帝权与地区之间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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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帝权之后地区制度竞争的演进逻辑

如前所述，规范性视角有利于避免权力性视角对制度竞争的夸大和功能

性视角对制度过剩的忽视，但很少关注美国影响地区规范和制度竞争的具体

机制，因此强调美国因素的帝权研究是完善既有理论的可行路径。由于帝权

研究出现于美国 “一超独霸”时期，其将美国在规范方面的不对称优势笼统

地作为非领土权力的组成部分，因此未能预见美国相对衰落后的国际和地区

制度演变。本部分试图证明，美国及其盟国塑造的规范等级体系是帝权的核

心，帝权衰落将引发规范等级体系不同阶段的变动，进而影响帝权国家、核

心国家与其他地区行为体之间的相互竞争与博弈。
（一）帝权蕴含的规范等级体系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等级制是主导者与追随者之间形成的主导—遵从关

系，其形成依赖于利益交换、权力强制和观念认同等因素。① 等级制研究一

开始仅限于单元层面的双边交往，因此，有学者提出将等级制推广到地区和

体系层面，探讨某一创立较早的国际制度在其所处议题领域获得的不对等优

势，具体表现为同一议题领域内的诸多国际制度对该国际制度的单向遵从。②

针对亚洲地区的相关研究，则主要围绕古代东亚存在的朝贡体系等制度展开，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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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较少关注现代亚洲地区存在的等级体系。
与古代亚洲的朝贡体系在权力和制度上呈现的明显等级制不同，现代亚洲

的地区制度建设是以帝权国家的权力优势为基础的规范等级体系。规范等级体

系概念由汉斯·凯尔森 （Hans Kelsen）首先提出，他将法律体系从高到低分为

基本规范、一般规范和个别规范三个层次，每一层次规范效力的理由都来自于另

一更高层次的规范，这种回归 （regressus）以最高层次的规范即基本规范为终

点。① 在一国内部，宪法是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根本大法，其他法律作为普通法

律从属于宪法，其效力不得与宪法相抵触。尽管凯尔森的规范等级体系理论主要

围绕国内法律规范体系展开，但相关的规范体系研究可以扩展到所有规范体系领

域，② 从而为规范等级体系从国内法律层面推向地区和国际制度层面创造条件。
帝权国家在国际制度中的主导权是规范等级体系产生的基础。第二次世界

大战以后，美国凭借自身权力优势，在其盟国的支持下主导构建了 IMF、WB、

GATT 等不同领域的国际制度，这些国际制度具有类似于宪法 （Constitution-
like）或基本规范的特征，③ 为全球经济运行提供了广为接受的价值理念和规则

范式。在地区层面，帝权国家直接介入或通过核心国家影响某一领域的地区规范

制定。由于国际制度与地区制度在规范制定上具有相似的权力结构，保障了该领

域的地区制度作为一般规范遵从相应领域的国际制度 （见表 1）。

表 1 国际制度与地区制度的规范等级体系

   结构

类型   
规范层级 主导者 参与者

国际制度 基本规范 帝权国家 帝权国家、核心国家和其他行为体

地区制度 一般规范
帝权国家、
核心国家

核心国家、其他地区行为体，有时包括帝权国家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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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基于帝权的权力优势外，国际制度自身的规范权威性和有效性则是

规范等级体系得以维系和受到遵从的根本原因。在权威性方面，某一领域的

国际制度往往代表先进的、专业的规则范式，成为地区制度主动遵从和模仿

的对象。尽管其他地区行为体有时能够主导某些领域的地区制度构建，但由

于其在该领域处于与国际制度接轨的规范学习阶段，因此仍没有意愿改变国

际制度与地区制度之间的规范等级体系，这一点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对

多边开发银行模式和原则的借鉴上可以得到体现。在有效性方面，由于帝权

国家及其盟国在经济、军事等领域具有全面优势，有能力在全球和地区层面

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从而保障国际制度的有效性并换取其他行为体对制度

的遵从和支持。

通过历史比较可以发现，现代地区制度与国际制度之间存在明显的规范

等级体系。一方面，地区制度自古有之，如古代中国与东亚国家之间的藩属

制度、中世纪中欧地区出现的选帝侯制度、近代西方列强在不同地区打造的

殖民制度等，都包含各具地区特色的原则、规范、规则以及决策程序。另一

方面，当前全球各地区在某一领域的制度规范方面存在很多相似性，并且都

能从特定领域的国际制度中寻找其规范来源；然而，这些地区制度与本地区

在古代、近代的相应领域规范却大相径庭。例如，20 世纪 90 年代东亚地区

的贸易协定与同时期欧洲、非洲的贸易协定非常相似，但和古代东亚朝贡体

系的贸易规范几乎没有可比性。这表明，地区制度不是本地政治文化的简单

延续，而很大程度上是在帝权巩固阶段遵从和参照国际制度规范的结果。
（二）帝权之后的规范等级体系变动

帝权之后，规范等级体系将发生变动，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帝权国家、核

心国家相对衰落，导致规范等级体系的权力基础出现动摇；二是帝权国家及其盟

国与其他行为体对基本规范的理解存在分歧，双方在国际制度框架内陷入僵持；

三是随着国际制度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下降，地区制度竞争开始出现异规博弈。

第一，规范等级体系的权力基础出现动摇。现行国际制度框架是美国及

其主要盟国作为 “制宪者”共同设计和构建的，弱势国家和殖民地在此过程

中被排除在外。同样，地区制度一开始也是在美国的影响或塑造下，由其主

要盟国 （核心国家）推动构建的。地区制度与国际制度存在类似的创设模式

是二者形成规范等级体系的权力基础。随着帝权国家和核心国家相对衰落以

及其他行为体的规范制定能力相对上升，帝权国家及核心国家在全球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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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主导国际制度的能力同时下降，引发了对帝权合法性以及将核心国家局

限为美国主要盟国的广泛质疑。① 但正如卡赞斯坦本人辩解的那样，由于历

史原因和对自身文明独特性的强烈意识，很难想象崛起后的中国会成为类似

于日本的核心国家，② 这将导致支撑规范等级体系的权力基础逐渐消失。
第二，各行为体围绕基本规范的分歧陷入僵持。规范等级体系的产生不

仅是因为帝权国家拥有强大的经济或军事力量，更多时候则依赖于作为基本

规范的国际制度自身蕴含的开放、包容、发展等广泛认同的价值理念，使之

在缺乏足够强制力的情况下，仍可能得到其他制度和行为体的自愿遵从。③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及其盟国与其他行为体关于 “公认的国际基本准则”的

理解并不完全一致：其他行为体认为，国际基本准则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一系

列国际制度和规范；而美国及其盟国宣称的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除了包括联

合国体系外，还强调 IMF、WB、WTO、北约和美国在亚洲的同盟体系等。近

年来，大国或国家集团间的博弈由单纯的 “利益政治”转向 “利益政治+原则

政治”，④ 西方国家更加鼓吹所谓 “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在基本规范层面刻

意塑造意识形态分歧，加大了在国际制度框架下达成全球共识的难度。
第三，不同地区制度之间的规范异质性上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

后，大多数地区行为体基本处于规范学习和模仿阶段，而国际制度为本国发

展和本地区合作提供了良好的范本。在很长一段时期，由于规范等级体系的

存在，国际制度与地区制度、地区制度与地区制度之间存在明显的规范同质

性。随着各行为体的权力对比发生重大改变，以及对基本规范的理解存在严

重分歧，国际制度在多个功能领域出现协商遇阻、现有制度规范不能满足时

代发展需要等情形，导致国际制度的权威性、有效性大大下降。在此背景

下，帝权国家、核心国家和其他地区行为体纷纷从地区层面探索现有国际制

度短期内难以达成或关注范围之外的议题，并从自身利益和价值观出发，制

定与该议题相关的一般规范。随着地区制度规范越来越多出现超越国际制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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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不仅使原有的规范等级体系逐渐动摇乃至瓦解，同时还导致国际制度与

地区制度、地区制度与地区制度之间的规范异质性不断上升，异规博弈取代同

规博弈。①

（三）规范等级体系变动中的地区制度竞争

随着特定领域的国际制度在权力基础、规范有效性和权威性方面出现动

摇，该领域的地区制度在规范制定和改革时不再将该领域的现有国际制度作

为基本规范予以遵从，规范等级体系逐渐走向瓦解。地区制度与国际制度之间

的规范等级体系变动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分为巩固、动摇、重构、瓦解等不

同发展阶段。在这一过程中，帝权国家介入特定领域地区制度构建的策略也将影

响地区制度竞争的形态和演变 （见表 2）。受到帝权国家重塑规范等级体系、核心

国家维护规范等级体系与地区行为体追求规范制定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不同发

展阶段的规范等级体系变动和地区制度竞争形态可能出现调整和反复。

表 2 规范等级体系变动中的地区制度竞争

     地区规范特征

帝权国家策略       
遵从特定领域的国际制度 超越特定领域的国际制度

积极介入特定领域的地区制度构建
同规博弈

规范等级体系巩固

异规博弈

规范等级体系重构

消极介入特定领域的地区制度构建
同规博弈

规范等级体系动摇

异规博弈

规范等级体系瓦解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在规范等级体系巩固阶段，帝权国家积极介入地区制度构建，其直接参

与或借助核心国家制定一般规范，地区制度学习和遵从以国际制度为基础的

基本规范，帝权作用机制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充分展现。在这一阶段，尽管地

区行为体可能在制度规范制定过程中出现分歧和争论，但这种竞争没有改变原

有的规范等级体系，是基于同质性制度规范展开的博弈 （即同规博弈）。
在规范等级体系动摇阶段，由于战略重心转移、供给公共产品意愿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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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同规博弈是指行为体基于同质性制度规范展开的博弈，异规博弈是指行为体基于异质性制度

规范展开的博弈。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异规博弈带有明显的竞争性和排斥性，但仍会有部分行为体同

时参与两种制度的对冲情形。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全球战

略智库：《2022 年全球十大趋势展望》，载 《光明日报》2022 年 1 月 14 日，第 12 版；沈陈：《对冲策略抑

或功能合作？ ———俄罗斯参与金砖国家的议程论析》，载 《俄罗斯研究》2022 年第 1 期，第 124～1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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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原因，帝权国家消极介入地区制度构建。核心国家和其他地区行为体不满

地区制度发展现状，开始自主推动地区制度构建。在这一阶段，规范等级体

系的权力基础发生改变 （从帝权国家、核心国家变为核心国家和其他地区行

为体），但此时的地区制度仍大体遵从以国际制度为基础的基本规范，相关

行为体基于同质性制度规范展开博弈 （即同规博弈）。

在规范等级体系重构阶段，随着国际权力对比发生变化和国际制度的有

效性下降，帝权国家从自身利益和价值原则出发重构规范等级体系，通过

“高水平标准”积极介入地区制度构建。“高水平标准”将国际和地区制度原

本没有关注的议题纳入进来，与核心国家共同打造超越国际制度的制度规

范。新的规范等级体系试图将没有满足 “高水平标准”的其他地区行为体排

斥在外，作为回应，其他地区行为体也开始从自身角度探索超越以国际制度为

基础的基本规范，使各方基于异质性制度规范展开竞争与博弈 （即异规博弈）。
在规范等级体系瓦解阶段，由于战略重心转移、供给公共产品意愿下降

等原因，帝权国家放弃重构规范等级体系，消极介入地区制度构建，规范等

级体系的权力基础发生改变。核心国家和其他地区行为体从自身利益和价值

原则出发，探索不同形式的 “高水平标准”，相关行为体基于异质性制度规

范展开竞争与博弈，规范等级体系走向瓦解 （即异规博弈）。

四、案例分析：贸易领域的亚洲制度竞争

本文之所以选择贸易领域作为检验规范等级体系影响地区制度竞争的案

例，原因有三：一是贸易是亚洲地区制度建设最完善和最复杂的领域，有利

于对不同类型的地区贸易制度进行比较；二是贸易合作曾是中国、美国、日

本、东盟等域内外行为体共同关注的焦点，TPP 与 RCEP 谈判还一度是地区

制度竞争的集中体现；三是亚洲贸易合作起步较早，经历了美国在地区制度

介入问题上积极或消极态度的反复，也显示了规范等级体系由巩固、动摇、

重构直至瓦解的完整轨迹。
（一）规范等级体系巩固：APEC 的建立和发展

在冷战的大部分时期，亚洲缺少正式的地区贸易制度。日本引领的

“雁阵模式”本质上是一种基于比较优势的产业分工格局，日本、亚洲

“四小龙”、中国等地区行为体从比较优势和市场机制出发，主动对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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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TT 为基础的国际经贸规则，实现对全球和地区经济合作的深度参与。
冷战后期，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地区化现象日趋显著，日本、澳大利亚等美

国盟国发起了名为 “亚太经济合作会议”的地区制度。1 9 8 9 年 1 1 月，日

本和澳大利亚等 1 2 个创始成员举行亚太经济合作会议第一届部长级会议。

1 9 9 1 年，亚太经济合作会议第三届部长级会议通过了 《汉城宣言》，正式

确定地区经济合作的宗旨和目标，包括推动本地区的发展、开放；支持多

边贸易体系谈判，减少贸易与投资壁垒，鼓励货物、资本、服务、技术的

自由流通等。
贸易一开始只是亚太经济合作会议议程的组成部分，这一情况在美国介

入后发生改变。按照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的设想，该组织希望建成与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织 （OECD）类似的地区经济制度。① 1 9 9 3 年以后，美国从自身

利益出发加强了对亚洲制度建设的介入，贸易自由化一跃成为亚太经济合作

会议的首要议程。1993 年 6 月，亚太经济合作会议更名为 APEC。1 9 9 3 年

1 1 月 20 日，APEC 领导人第一次非正式会议在美国西雅图举行。这次会议

提出 APEC 采取协商一致的决策方式、通过自主自愿的单边行动计划实现经

济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等原则。1994 年 1 1 月，APEC 确立了发达成员在

20 1 0 年前、发展中成员在 2020 年前实现亚太地区贸易及投资自由化的 “茂
物目标”。为落实 “茂物目标”，此后的 《大阪行动议程》等文件要求 APEC
成员在关税、非关税、服务、投资等 1 5 个领域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

APEC 奉行开放地区主义原则，强调不仅要在地区内部促进开放，而且

应向地区外部的其他国家开放，这保障了亚洲地区制度建设以遵从多边贸易

规则 为 前 提。例 如，199 7 年 APEC 温 哥 华 会 议 提 出 部 门 提 前 自 由 化

（EVSL），在 《茂物宣言》的基础上，部门提前自由化选取 9 个部门提前实

施自由化和 6 个部门准备提前实施自由化。部门提前自由化是一种在自愿和

单方面的基础上、以不歧视第三国的方式推动的商品和服务市场开放。② 再

如，尽管 1 9 9 6 年 APEC 早于 WTO 达成了取消信息技术产品贸易关税的协

议，该协议是 APEC 成立后在贸易自由化方面取得的重大突破；但 APEC 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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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Sylvia Ostry，“APEC and Regime Creation in the Asia-Pacific：The OECD Model？”，in Vinod
K.Aggarwal and Charles E.Morrison eds.，Asia-Pacific Cros sroads：Regime Creation and the Future
of APEC，New York：St.Martin’s Press，1 9 9 8，pp.3 1 7-350.

John Ravenhill，APEC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acific Rim Regionalism，x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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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又强调除非占全球信息技术产品贸易 90%的 WTO 成员也取消关税 （即
在 WTO 框架下达成 《信息技术协议》），① 否则 APEC 将不会履行已达成的

取消信息技术产品贸易关税协议。

APEC 是由美国及其盟国共同塑造的地区制度，客观上为其他地区行为

体提供了规范学习和制度对接的平台。成立初期，APEC 包括了中国、俄罗

斯、越南等非 WTO 成员。一方面，非 WTO 成员通过参与 APEC 的部门自

由化和贸易便利化，获得了一定的经济收益以及资本、技术支持，进一步提

升其参与国际经济分工的动力。另一方面，APEC 对贸易自由化的承诺是单

边的、自愿的，这种做法既能够给非 WTO 成员提供一定缓冲，还使其受到

来自同行的监督和压力，形成学习和遵从贸易自由化规范的社会化力量。此

外，APEC 注重与 WTO 在制度规范上的对接，定期向 WTO 报告本地区贸

易自由化的进展，为本地区的非 WTO 成员最终加入 WTO 创造良好条件。

从动机上看，美国一开始的确有试图借助 APEC 和亚洲制度建设推动多

边贸易制度议程的考虑。有观点认为，WTO 的建立 “至少部分”是由于欧

洲担心全球谈判的失败可能导致 APEC 转变为歧视性地区贸易集团。② 不

过，从实践来看，无论是看似成功的取消信息技术产品贸易关税的协议，还

是束之高阁的 “茂物目标”和部门提前自由化，都体现了 APEC 成员优先遵

从 WTO 规范而非地区制度规范。对于竞争政策、政府采购、环境和劳工标

准等新领域，APEC 成员也普遍主张在 WTO 框架下谈判，而非在本组织内

部优先实现。③

（二）规范等级体系动摇：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合作兴起

1 9 9 7 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催生亚洲地区合作的关键节点。在此次危

机中，美国主导的 IMF 救援不力，不仅损害了美国及其主导的国际制度的

权威性，而且使亚洲各国深刻认识到加强地区合作的重要性，“10+1” “10
+3”“清迈倡议”等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合作开始出现。2001 年以后，美国

因忙于反恐战争，对亚洲制度建设的关注度明显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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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C.Fred Bergsten，“APEC in 1 9 9 6 and Beyond：The Subic Summit”，Working Paper 9 6-1 2，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January 1 9 9 6.
C.Fred Bergsten，“Open Regionalism”，World Economy，Vol.20，No.5，1997，pp.545-565.
Heribert Dieter，“APEC and the WTO：Collision or Co-operation？”，The Pacific Review，

Vol.10，Issue 1，1 9 9 7，pp.1 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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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APEC 成员间的关税削减程度也开始下降。1989～1 9 9 6 年，

APEC 成员的平均关税水平由 1 5.4%降至 9.1%，降幅达 40.9%。无论从关

税下降速度和幅度来看，APEC 各成员均不同程度地超越了同时期多边贸易

谈判的关税削减水平。① 然而，随着 1 9 98 年 APEC 吉隆坡会议将关注点转向

亚洲金融危机，部门提前自由化和 “茂物目标”基本被搁置，APEC 的关税

削减议程陷入停滞。此后，APEC 在贸易自由化方面的作用不断下降，几乎

沦为一个地区经济合作的 “清谈馆”。

由于 APEC 在地区贸易合作上成果有限，亚洲各国借助地区金融合作兴

起的有利形势，开始谋求合作构建地区贸易制度。2000 年 1 0 月，时任中国

总理朱镕基在第四次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上提出在 WTO 承诺基础上，建

设更加互惠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即 “10+1”）。2001 年第五次中国与

东盟领导人会议正式提出，将在 1 0 年内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② 2002
年 1 1 月 4 日，《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签署。2004 年 1 月 1 日，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实施 “早期收获计划”，计划到 2006 年将约 600 项农产

品的关税降为零。③ 20 1 0 年 1 月 1 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建立。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遵从 WTO 的规则范式，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

大开放。例如，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方面承诺开放

的部门多于各国在 《服务贸易总协定》 （GATS）中的承诺。发达国家新加

坡在 GATS 项下承诺开放 3 5 9 个部门，而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则多达

6 5 9 个，增加部门 300 个；而作为最不发达国家的缅甸，在 GATS 项下承诺

1 6 个开放部门，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则达到 6 6 个，增加部门 50 个。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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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陈凤英：《面向 2 1 世纪的亚太经合组织：机遇与挑战》，载 《现代国际关系》19 98 年第 4
期，第 2 5 页。

《第五次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在文莱举行》，光明网，200 1 年 1 1 月 7 日，https：//www.
gmw.cn/01gmrb/200 1-1 1/07/01-A9A820D4D3C5 3 3CD482 5 6AFC0080B8F5.htm。

《早期收获》，中国商务部官网，2006 年 2 月 1 6 日，http：//zys.mofcom.gov.cn/aarticle/cp/

200602/2006020 1 5 1 9 3 8 6.html。
参见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http：//fta.mofcom.gov.cn/

dongmeng/dongmeng _special.shtml；《附件 9 中华人民共和国服务贸易具体承诺减让表第 2 条最惠

国豁免清单》，中国政府网，2002 年 1 月，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 1 7/content _ 5 1
6 8 1 3 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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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WTO 和 APEC 类似，“10+1”也采取一种协商一致的决策风格，① 并为

发展中成员提供差别待遇和技术援助。
由于地区成员构成复杂，既包括日本、澳大利亚等发达成员，也包含柬

埔寨、缅甸和老挝等经济落后的发展中成员，因此，“10+1”等亚洲地区合

作延续了协商一致的 APEC 合作方式，充分照顾本地区的经济落后国家。尽

管美国在此期间对亚洲制度建设缺乏关注，但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合作仍欢

迎美国等域外国家加入，这一点也与 APEC 坚持的开放地区主义相一致。在

规范设计上，“10+1”坚持和发展了 WTO 确立的基本规范，在推进地区贸

易自由化方面取得了较 APEC 更大的成果。
（三）规范等级体系重构：美国发起 TPP 谈判

进入 2 1 世纪，全球权力格局开始出现东升西降的趋势，中国、印度等

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上升。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美国

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受到严重冲击，还引发了国际社会对 IMF、WB 等国

际金融制度的强烈质疑，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要求迅速对这些制度进行

改革。在贸易领域，美国主导国际贸易谈判的能力下降得更早、更明显。

199 9 年 1 1 月，在西雅图召开的 WTO 第三次部长级会议本应启动新一轮回

合谈判，各方因在 “新加坡议题”等诸多问题上不愿让步而使谈判失败。②

直到 200 1 年 1 1 月，在多哈召开的第四次部长级会议上，谈判才重新启动。

2004 年 7 月，WTO 总理事会就多哈回合谈判的主要议题达成框架协议。但

此后，原定于 2005 年 1 月 1 日结束的多哈回合谈判便陷入停滞，服务贸易

谈判更是在 2006 年因各方分歧严重一度全面停止。

WTO 多哈回合谈判久拖不决的根源在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特别

是新兴经济体在规范设置问题上的严重分歧。一方面，美国等发达国家认

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过去几十年充分享受了经济全球化和发达市

场开放带来的好处，但在全球贸易体系中却没有承担与之相匹配的义务，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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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Amitav Acharya，“Ideas，Identity，and Institution-building：From the ‘ASEAN Way’to the
‘Asia-Pacific Way’？”，The Pacific Review，Vol.10，No.3，1 9 9 7，pp.3 1 9-346.

1 9 9 6 年，在新加坡举行的 WTO 第一次部长级会议上，各成员同意就竞争议题开展工作。
后由于多数发展中国家成员反对最终搁浅。参见 “The First WTO Ministerial Conference”，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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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ird WTO Ministerial Conference”，World Trade Organization，https：//www.wto.org/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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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鼓吹实行所谓 “公平贸易”和 “对等开放”。① 发达国家试图突破过去以关

税削减等为主的边界措施谈判，提出一系列涉及政府采购、知识产权保护、

劳工条件、竞争政策等 “边界内”规则，企图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政策甚

至国内体制。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反对发达国家在谈判中加

入 “边界内”议题，要求进一步扩大发展中国家享有的特殊和差别待遇。由

于各方的立场分歧难以弥合，导致 WTO 框架下的贸易规范难以得到及时更

新，极大损害了 WTO 的权威性和有效性。
在多哈谈判停滞的背景下，美国选择 “另起炉灶”，于 2009 年发起 TPP

谈判。作为一个高标准、多领域的地区自由贸易协定，TPP 在规范设置上远

远超出 WTO 的关注范围，体现出明显的 “超 WTO” （WTO plus）特征。

在货物贸易领域，TPP 要求取消几乎所有制成品和农产品的关税，其中大部

分关税将立即取消。在服务贸易领域，WTO 条款以正面清单为主，相关规

则条款较为简单，市场开放程度有限；而 TPP 采取负面清单模式，相关规

则条款详细，市场开放程度较高。在部门涵盖上，TPP 不仅包括货物贸易、

服务贸易、投资等传统自由贸易协定条款，还加入了知识产权、环境、劳

工、竞争政策、监管一致性等超出 WTO 和传统自由贸易协定的条款。

美国试图通过 TPP 重构规范等级体系。TPP 谈判有利于美国在地区和

全球推广 “美式标准”，进而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造成谈判压力，使其在多

边贸易谈判中接受美国的贸易标准。② 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发表的 《跨太平

洋伙伴关系谈判及议题》研究报告也指出，“TPP 能调节美国与其他合作国

缔结的多个协定，吸引更多国家参与其中，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建立新的

区域贸易规则，推动 WTO 框架下未能实现的自由化议题，从而影响整个亚

太地区的经济结构”。③ 这反映了美国先把国内政策法律转为地区贸易规则、
再通过地区贸易规则撬动多边贸易谈判的一贯逻辑。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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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燕生、裴长洪、毕吉耀、洪晓东、杨国华、宋泓：《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回顾与展望》，
载 《国际经济评论》2022 年第 1 期，第 9～30 页。

沈铭辉：《美国的区域合作战略：区域还是全球？ ———美国推动 TPP 的行为逻辑》，载 《当
代亚太》201 3 年第 6 期，第 70～94 页。

Ian F.Fergusson，William H.Cooper，Remy Jurenas and Brock R.Williams：“The 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and Issues for Congress”，Congre s sional Research Service，September 5，20 1 2.

樊勇明、沈陈：《TPP 与新一轮全球贸易规则制定》，载 《国际关系研究》201 3 年第 5 期，
第 3～1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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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P 谈判也是竞争性多边主义的集中体现。作为奥巴马政府 “重返亚

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TPP 谈判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小布什政府时期美

国对亚洲制度建设的消极态度，提升了美国对亚洲事务的影响力和主导权。

与以往亚洲地区制度秉持务实合作、照顾发展水平差异等包容性原则不同，

TPP 谈判秉持 “超 WTO”的 “高水平标准”设计，与 WTO、 “10+1”构

成相互竞争的价值理念，客观上对一些发展水平滞后的地区行为体构成了高

门槛和排他性。此外，美国还在 TPP 谈判中加入竞争中立、劳工标准等明

显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规范，刻意把中国排除在谈判之外。

作为对 TPP 谈判的回应，亚洲地区行为体也开始寻求打造高水平的自

由贸易协定。201 1 年 8 月，东亚峰会经贸部长非正式会议讨论了中国和日本

提出的加快 “东亚自贸区”和 “东亚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的联合提案。201 2
年 1 1 月，第 2 1 次东盟领导人会议宣布启动 RCEP 谈判。RCEP 涉及领域广

泛，在启动阶段就提出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电子商务、竞争、知

识产权、政府采购等 1 8 个领域发起谈判，其中很多属于 “边界内”议题。

RCEP 全面超越 “10+1”和 WTO 框架的承诺，这一点与 TPP 有很多相似

性。但 RCEP 没有采取遵从 TPP 的规范框架，而是基于五个 “10+1”构建

先进性、渐进性和灵活性并重的折中路线，延续了开放、包容的亚洲合作路

径，使其与 TPP 呈现出更多竞争性而非等级性。
（四）规范等级体系瓦解：2017 年以来的亚洲制度竞争

近年来，由于美国国内民粹主义、保护主义盛行，201 5 年 1 0 月达成协

议的 TPP 没有得到美国国会的批准。201 7 年 1 月 23 日，特朗普在就任美国

总统的第一天就宣布退出 TPP，这也是其签署的首份总统令。退出 TPP 是

美国从多边主义退却的一部分，① 表明 “重返亚太”更像是一句口号，其无

意真正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也没有积极介入亚洲贸易谈判的打算。一方面，

美国退出极大地降低了 TPP 谈判的影响力，使其由原先占全球 GDP 的

38.2%和 贸 易 额 的 2 6.5%变 为 占 全 球 GDP 的 1 3.5%、全 球 贸 易 额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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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2%；① 另一方面，美国退出也对其信誉造成了严重打击，损害了其与亚洲盟

国之间的信任关系，宣告其在贸易领域重构规范等级体系的企图已经失败。
日本在美国退出后成为 TPP 的实际主导者，TPP 以 CPTPP 的形式继续

存在。为了防止中国填补因 “美国优先”政策造成的亚太自由贸易领导权

“真空”，日本在劝说美国返回 TPP 失败以后，转而联合余下的 1 0 个谈判

方，于 20 1 8 年正式签署了 CPTPP。CPTPP 一方面继承了 TPP 超过 9 5%的

规范内容，尤其在市场准入、电子商务、贸易便利化、服务贸易等 “高水平

标准”方面与 TPP 完全一致，为美国重返敞开了大门；另一方面，CPTPP
也搁置了 TPP 中的 20 项条款，其中 1 1 项与知识产权有关，9 项与投资相

关。这可以视为 CPTPP 对 TPP “美式标准”的改造，反映了日本从规范

“附和者”到规范 “塑造者”的身份转化。②

在推动和参与 CPTPP 的同时，日本等美国盟国还积极推动 RCEP 等亚

洲地区的一体化合作，分享地区发展红利。2020 年 1 1 月 1 5 日，包括中国、
日本在内的 1 5 个成员签署 RCEP，标志着亚洲贸易合作取得了重大进展。与

“10+1”相比，RCEP 的合作水平更高，且借鉴了 TPP 和 CPTPP 的议题设

置。但在理念上，RCEP 坚持开放包容性的亚洲合作理念，注意渐进性和高

水平的结合，与 CPTPP 仍有很大差别。近年来，中国加入 CPTPP 的态度

转向积极，并于 202 1 年 9 月 1 6 日正式提出申请加入 CPTPP。③ 对此，日本

等国的反应仍较为消极，从侧面反映出 CPTPP 与 RCEP 在货物贸易、服务

贸易、投资、知识产权保护、国企改革等规范上存在明显差异。④

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改变了特朗普政府时期单打独斗的贸易策略，积

极着手与亚洲和欧洲盟国修复关系，试图重塑自身在地区和多边贸易框架中

的影响力。但由于未能获得国内劳工团体、保护主义者的支持，拜登政府重

回 CPTPP 谈判或开展新的贸易谈判都将面临美国选举政治的阻挠，其在相

当长时期内仍不可能参与亚洲地区的自由贸易谈判。拜登政府提出的 “印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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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Differences between CPTPP and TPP”，Vietnam Investment Review，March 1 0，20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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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框架”等倡议是包含了贸易、供应链等诸多内容的 “大杂烩”，不包含

关税、壁垒互惠削减等地区贸易谈判的内容，因此无法重构贸易领域的规范

等级体系，并且这些倡议要么进展缓慢，要么仍处于构想阶段，目前只对亚

洲制度建设带来了某种心理冲击。这表明，拜登政府虽然宣称 “美国回来

了”，但美国帝权及其主导的规范等级体系却可能 “回不来了”。

五、结 论

本文探讨了帝权之后地区制度竞争的基本逻辑，将帝权国家主导构建的

国际制度定义为基本规范，将帝权国家与核心国家主导构建的地区制度定义

为一般规范。在帝权巩固时期，国际制度与地区制度之间存在明显的规范等

级体系；在帝权衰落时期，原有的规范等级体系发生变动。规范等级体系变

动的过程是渐进的、反复的，本文将这一过程分解为巩固、动摇、重构、瓦

解等不同发展阶段，进而探讨地区制度竞争在不同阶段的形态和演变。本文

认同美国介入与否是影响亚洲制度竞争的重要因素，但该因素只能起到加快

或减缓制度竞争进程的作用。换言之，即使美国维持积极介入或消极介入的

策略不变，规范等级体系变动也会导致亚洲制度竞争的形成和演进。
本文选择贸易领域作为检验规范等级体系影响地区制度竞争的案例。亚

洲贸易合作起步较早，经历了美国在地区制度介入问题上积极或消极态度的

反复，显示了规范等级体系巩固、动摇、重构直至瓦解的完整轨迹。1989～
1 9 9 7 年，美国及其盟国积极推动 APEC 建设，规范等级体系得到巩固，各

行为体基于同质性制度规范展开博弈；1998～2008 年，以东盟为中心的亚洲

地区合作兴起，规范等级体系出现动摇，但各行为体仍基于同质性制度规范

展开博弈；2009～201 6 年，美国发起 TPP 谈判，试图重构规范等级体系，

各行为体开始基于异质性制度规范展开博弈；201 7 年至今，美国退出 TPP
谈判，CPTPP 和 RCEP 相继达成，规范等级体系趋于瓦解，各行为体仍基

于异质性制度规范展开博弈。

在完成上述论证以后，本文试图回答一开始提出的问题。对于亚洲地区制

度在 1 997 年以后和 2017 年以后出现的差异性现象，本文认为，规范等级体系

变动在其中发挥了决定性影响：1997 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亚洲制度建设着眼于

与国际制度对接，学习和遵从 WTO规范仍是地区行为体的共识，因此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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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起炉灶”或 “各立门户”的动机；2017 年以后，随着 WTO 的权威性和有

效性明显下降、美国在贸易谈判问题上的态度更趋消极，原有的规范等级体系

趋于瓦解，地区行为体纷纷从自身利益和理念出发，就贸易谈判中出现的新议

题、新领域提出各自方案，从而加剧地区制度的碎片化以及一般规范的异质

性，并且这一情形将不会因美国的地区策略变化而发生根本改变。
本文的研究有利于确定制度推动大国合作的条件性。霸权之后理论认为，

国际制度在美国衰落后仍会发挥作用，推动其他大国在现有国际制度框架下继

续合作。霸权之后理论没有考虑国际制度中的规范有效性问题，即国际制度因

原则政治和利益政治而陷入僵持，其规范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不断下降，导致大

国在现有国际制度框架下继续合作的收益随之降低，而从地区层面各自构建一

般规范的动机随之上升。尽管从理论上讲，在国际制度框架下寻求大国合作是

缓和地区制度竞争的根本路径；但在实践中，由于各国在基本规范上的分歧难

以弥合，国际制度的规范有效性和先进性受到严重削弱，从国际制度层面推动

大国合作和塑造地区规范的难度大大增加。
值得注意的是，帝权衰退通常不是在各领域同时发生的。本文对规范等

级体系瓦解的分析仅限于贸易领域，而在金融稳定性、开发性金融等领域，
规范等级体系可能处于其他发展阶段。例如，国际金融制度和美元霸权当前

仍具有很强的有效性，这导致亚洲金融稳定性合作尽管比亚洲贸易合作起步

更早，却长期处于规范等级体系的巩固阶段。对于不同领域的规范等级体系

研究，有利于增进关于亚洲制度竞争的整体理解。当然，从全球发展趋势来

看，无论是贸易、金融或是其他领域，美国及其盟国主导建立的 “自由主义

国际秩序”终将走向多元包容的国际政治秩序。① 随着地区制度竞争更多从

基于基本规范的同规博弈，转向规范等级体系变动导致的异规博弈，我们必

须关注地区制度竞争特别是异规博弈可能出现的极端化趋势，避免地区行为

体从关于不同规范的路线之争，逐渐固化为不同制度集团的身份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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